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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问卷法作为中国管理研究中最普遍的研究方法近来受到较多质疑。问卷调研法的“严

谨性”本身没有问题，而是由于部分学者在使用这一方法过程中的不严谨性（特别是在取样和测量方

面），导致学者对此方法产生了一定的误解。基于此，针对近十年发表在《管理世界》上的137篇采用

问卷调研法的演绎性研究，对其取样和测量合适性进行评估，提出了八个常见的问题，并以一篇范文

为例，提出了对应的建议，以期为采用问卷调研法的管理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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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定量研究方法在中国管理学研究逐步走向正规

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问卷调查法由于其成本低

廉、信效度较高、快速有效收集数据等优点，成为

中国管理学定量研究中最为普及、最为成熟的方法

之一[1]。然而，纵观近十年采用问卷调研法的中国

管理学研究可以发现，尽管其为构建和检验中国管

理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采用这种方法过程中

的严谨性(Rigor)仍有很多不足。事实上，不论构建

何种理论，“严谨”是根基：逻辑和数据间的严格

匹配做不到，信度和效度不高，那么研究的发现和

构建的理论都需谨慎对待。

基于这一出发点，本文将对中国管理研究代表

性期刊《管理世界》中，近十年采用问卷调研法为

主要研究方法的论文进行评估，特别是对这些论文

中取样和测量的合适性这两个被忽略最多的角度进

行比对，试图去发现中国管理研究中采用问卷调研

法进行研究常见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

通过对137篇文献的评估，本文发现，中国部分管

理研究学者在问卷调研法的取样和测量过程中主要

存在以下八个方面的问题：普遍缺乏对抽样总体的

明确界定；普遍未能对抽样过程进行详细描述；普

遍缺乏对样本估计偏差评估、无回复偏差的评估；

普遍缺乏对被调查对象与测量单元之间关系的评

估；重点关注内部一致性，而忽略了其他提升信度

的策略；对内容效度的评估缺乏；聚合效度与区分

效度的做法存在一定的问题；普遍缺乏对共同方法

偏差的关注。最后，提出了一些解决策略，以期为

采用问卷调研法的管理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取样与测量合适性的评估标准

问卷调研法是指通过抽样收集能够代表总体的

数据，得出结论，在允许随机误差的界限下，推断

和概括总体特征的研究方法[2]。管理学研究中，问

卷调查能够有效地基于任何目地对组织利益相关者

（股东、管理层、客户、雇员）的态度进行评

估[3]。问卷法的质量取决于样本设计和其调查步骤

的合适性，其中抽样和测量两个部分至关重要[4]。

关于问卷调研法的具体过程和注意事项本文不在赘

述，可参考相关教科书（例如，罗胜强和姜嬿[5]）。

本部分将重点阐述抽样和测量合适性的评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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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取样合适性的评估标准：样本能否代表

总体

抽样的目的在于对目标总体进行部分抽样得出

结论反推总体特征，抽样的过程重点关注选取样本

是否能够代表研究对象总体[6]，具体涉及目标总体

及抽样总体、分析单元、样本量、抽样过程、回收

及无回复情况等内容（图1）。评估问卷调研中取

样合适性的六大标准是：（1）清晰确立特定的目

标总体和抽样总体；（2）根据研究问题准确阐述

分析单元；（3）确定合理的样本量并且阐述其依

据；（4）对于取样过程进行充分描述；（5）对于

回收率和无回复率的情况描述；（6）根据所采用

的抽样策略清晰阐述合理的估计和数据分析过程，包

括无回复偏差的解决方案及对于发现的概括[6~7]。

第一，对目标总体和抽样总体的明确界定。在

问卷调查研究中，目标总体指的是研究者感兴趣并

且尝试通过抽样获得信息进行研究的部分。在问卷

调研中，第一项标准要求总体通常是限定的总体，

这个总体是明确表示的，数量有限的，它可以是个

人或者集合，如家庭、组织、企业等[7]。而样本总

体指从总体中提取的一个子集并且参与实际研究的

群体，因为收集所有总体的数据通常是不可能或不

实际的。然而，在某些情况下，由于资源限制和可

行性约束，某些目标总体不得不予以排除，这意味

着需要总体效度来证实抽样总体对目标总体的合理

概括，即任何两者间的差异都需要被讨论和考虑，

需要妥协或者修正[7]。另外，无法明确描述总体的

文献大量存在 [7 ]，这将影响研究各个部分的有效

性，所以清晰界定特定的目标总体及抽样总体，提

高抽样总体对目标总体的解释合适性。而在创业研

究领域，总体难以识别导致抽样成为难题[8]。

第二，根据研究问题准确阐述分析单元。在管

理研究中分析单元可能是个人、群体、部门或者组

织，又或者是产品、应用、系统、项目，分析单元

可以是任何研究者在提出的问题和假设中的任何主

体，可能会出现多于一个分析单元的情况[6]。

第三，确定合理的样本量并且阐述其依据。在

管理学的问卷调研法中一贯的错误是确定不合理、

不足够的样本量[9]，此外就是现实中样本的基数相

对偏小，导致抽样的样本量相对较小，这是在刚起

步的创业研究学者普遍反映的问题[8]。然而样本量

是问卷调查研究设计中影响显著差异、关系和相互

作用识别的重要因素，所以能否确定且获得合理的

样本量成为衡量取样合适性的重要标准一致。通常

认为测量的准确度在100~200之间随着样本量的增加

而提高，达到200以后随着样本量增加而降低[10]。

第四，对于取样过程进行充分描述。即对整个

样本选择的过程及步骤进行详细描述，帮助其他研

究者获得评价研究和发现的信息，也让其他研究者

可以在对比的条件下重复此研究，这就是当今管理

学界越来越强调的研究方法的可复现性[11]。由于篇

幅限制，可能无法对每一个技术细节进行批露，但

是也存在某些方法足够可以达到此目的[7]。

第五，对于回收率的情况描述。由于问卷调查

非常依赖受访者的参与程度，低回复率是学者在分

析调查结果主要关注的问题。低回复率会引起样本

量不足，降低统计功效，限制可应用的统计方法类

型，同时降低读者对文章主观认知的可信度评价，

还会引起无反应偏差，导致产生误导性的结

论[3]。学者发现在1975年顶级组织研究期刊（例如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nology》《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发表的研究中，回复率为

64.4%，而1995年则下降到50%[12]。

第六，根据所采用的抽样策略清晰阐述合理的

估计和数据分析过程，主要包括样本估计偏差评

估、无回复率偏差评估等。比如在采取群体样本

时，如果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差估计方法是不合

适的，这就意味着要根据抽样的设计来采取合适的

估计和分析方法[4]。

（二）测量合适性的评估标准：信度、效度与

同源偏差

测量代表科学的概念、发展测量工具、对相关

和不相关差异来源进行评估的过程。本文评估测量

合适性的标准包括效度、信度、共同方法偏差三大

方面。信度反映测量结果免受误差影响的程度，表

征测量结果的一致性、稳定性和可靠性，主要可以

从复本信度、重测信度、折半信度等角度进行评

估[5]；效度用于检验测量工具能有效测量到所要测

 

 
图 1   取样合适性评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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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构念的程度即测量的准确性[1]，主要可以从内

容效度、结构效度（聚合效度与辨别效度）等角度

进行评估；共同方法偏差指的是因为同样的数据来

源或评分者、同样的测量环境、项目语境及项目本

身特征所造成的预测变量与效标变量之间人为的共

变。这种人为的共变对研究结果产生严重的混淆并

对结论有潜在的误导，是一种系统误差。

第一，对信度的评估。早期研究强调测量工具

和信度检验[13]。信度强调测量是稳定性、准确性，

即多大程度可以相信此测量结果。信度越高的测

量，随机误差越小。关于问卷调查的信度，一般通

过平行测试获得样本，随后进行信度测量。最常见

的三种信度检验包括复本信度 (Pa ra l l e l  fo rms
reliability)、重测信度、折半信度。复本信度是指

同时发展两份等效但不完全相同的测验（相同的平

均数方差以及和其他概念相同的相关系数），每个

被试需要同时回答这两份问卷。测试结果之间的相

关系数越高，信度就越高；这种测试最接近平行测

试，总体的代表性强，但是设计可相互替代问卷的

难度较大，而且一旦被调查者掌握题目的互替规

律，可能失去复本意义。而重测信度是在不同的时

间点，使用同一个测验，对同一组参与者进行测

量，两次测量的相关系数，也被称为稳定性系数；

重测信度因操作明确简单、省时省力而受到追捧，

但也因前后两次作答相互不独立而使得根据题目调

整间隔时间非常重要，比较少适用于异质性调查。

折半信度是同质信度的一种，用来测量的问题或测

验分为数目相等的两半，独立几份，然后计算这两

组题目得分的相关性。它们之间的内部一致性越

强，代表所测量的内容集中考察相同特质，说明问

卷质量好。折半信度的缺点是分半的方法不同，导

致计算出来的信度估计值是不唯一的。另外，考虑

内部一致性时，要同时考虑量表条目的数量和条目

的内容范围。 Cronbach’s α系数是最为广泛应用的

同质信度指标，同时接受的批评也是最多的 [ 1 4 ]。

Lance等提出追求Cronbach’s α太高会削弱内容效

度[15]。由于不同的假定、前提条件及信度的相对

性，建立统一的问卷可靠性的信度系数标准是非常

困难的。

第二，对效度的评估。效度检验起源于20世纪

50年代，逐渐发展到今天，关注的是被测量的主体

特征，测量数值的含义，数据的有效性，回答了我

们是否正在测量我们想要测量的对象这一问题，被

认为是“检验的检验”。效度检验重要的原因是它

对于研究实现了框架的统一，保证推理过程是研究

者基于他们的测量、设计、分析的选择和集合得出

的，以得出科学有效的结论。早有组织研究学者开

发了检查清单对效度相关研究进行评估，提出四个

关键的评估标准，分别为内部效度、构念效度、统

计效度、外部效度[16]。在管理学中，最常见的效度

测度为构念效度(Construct validity)，包括聚合效度

及区分效度。构念效度反映测量内容多大程度上反

映研究中所要测量的构念，包括：（1）遗漏了一

些反映构念内容的测量指标；（2）增加了一些与

构念无关的指标；（3）构念的不同成分的比例结

构是否偏颇[17]。Campbell和Fiske[18]提出采用多特

质——多方法矩阵的方法，来检验聚合效度和区分

效度。聚合效度是指不同的观察变量是否可以用来

测量同一潜变量，旨在通过不同方式测量同一构念

时，所观察到的数值之间应该高度相关，可通过潜

变量CFA模型从相关测量指标路径系数显著性进行

判断；而区分效度则是指不同潜变量之间是否存在

显著差异，如果两个潜变量的相关系数95%的置信

区间涵盖了1，另外如果效度模型没有显著优于完

全模型，则表示两个构念间缺乏辨别力。此外管理

学中及内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效标关联效度

(Criterion validity)的应用较少。

第三，对共同方法偏差的评估。共同方法偏差

是组织管理领域引起误差的常规问题，在行为科学

（尤其是问卷研究）中广泛存在，学者提出采用多

质多法的设计来预测共同方法变异的重要性 [ 1 5 ]。

Podsakoff等通过多质多法对70篇覆盖心理学、市场

学、教育学的文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研究，得出

在研究测量的误差里面，大概有四分之一的偏差来

自共同方法偏差[19]。以下一个或者多个要素影响都

有可能引起的系统性误差，包括共同评定者效应、

一致性倾向、内隐观、社会称许性、宽待偏向、默

认偏向、心境、短暂的心情等[19]。正如Siemsen等
所指，用同种方法测量变量得出变量之间的关系会

因为共同方法变异而被夸大，导致由于观察测定数

受影响而引起的构念效度妥协，同时引起协方差变

异，及如果构念A和构念B采用了相同的方法进行

测量，那么方法会对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产生系统

性的影响[20]。Podsakoff等详细提出了系列程序和统

计的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19]。

二、取样和测量合适性的现状评估

本文以《管理世界》近十年发表的使用问卷调

查法的论文为评估的样本。选择这个期刊的原因是

其作为国内管理学界引用率最高、影响力最广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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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具有代表性。具体抽样标准为：第一，研究领

域为组织与管理研究；第二，研究目的为检验或构

建理论（描述性的调查分析排除在外）；第三，问

卷调研法为主要的研究方法（案例研究法等其他方

法中用到问卷调研进行补充数据收集的排除在

外）。根据这三个标准，本文第二作者逐篇阅读了

从2007~2016年6月份的所有论文摘要，选取了共

143篇，而后就有争议的部分文章两位作者进行讨

论，最终确定评估的样本为137篇。图2展现了每年

的问卷调研法的发表趋势，近几年基本保持在10篇
左右每年，是一个大概合适的比例；图3展现了不

同研究领域的发文数量，其中人力资源与组织行为

领域最多，服务与营销、创新与创业、战略与治理

相对比较持平。

（一）取样合适性的评估

第一，目标总体和抽样总体的清晰界定。被评

估样本中早年的研究鲜有文献对目标总体和抽样总

体进行清晰界定，这就导致读者根本无法判断抽样

总体是否能够代表目标总体，样本能否代表抽样总

体。例如，被评估样本中常见做法有两类：第一类

是通过便利抽样的原则，给社会网络中的企业家

（例如认识的人，MBA/EMBA学员等）发放问

卷。由于没有清晰界定目标总体和抽样总体，致使

无法判断最终的样本是否可以代表总体；第二类是

选择一家或者几家企业的员工收取了一定数量的问

卷，这种做法的大部分研究都未能清晰界定符合条

件的抽样总体，进而也无法判断样本是否能够代表

总体。

近两年发表的论文中在这一方面有了极大改

善，例如姚晶晶等[21]暗含了其目标总体为中国的民

营企业，经过“两步骤”分层随机抽样——选择了

3个沿海省份（广东、福建、浙江）和3个内地省份

（湖北、四川和山西），而后挑选了每个省份的一

个地级市里的两个区/县，随机从当地注册的企业

中选择一定数量的企业——最终确定了抽样总体为

400家。赵瑜等[22]界定了其抽样总体为浙江省某卫

视集团中自愿参与研究的40个节目团队中154名
员工。

第二，根据研究问题准确阐述分析单元。组织

管理领域分析单元主要包括个人层面的企业家、领

导、高管、经理人、员工，团队层面的创业团队、

高管团队、研发团队等，组织或企业，跨组织或多

个分析单元并存的情况。就个人层面的大部分文

献，如早期研究对企业家胜任力[23]及近年对领导与

员工关系，上下级关系的研究[24]，都对分析单元给

出了相对准确的阐述。就团队、组织层面的文献，

部分文献对分析单元的描述有所欠缺，但是近年来

情况有所改善，如赵瑜等[22]明确指出研究中的伦理

型领导是一个团队层面变量，并对个体层面的员工

评价的伦理型领导数据进行聚合，实现个体层面与

团队层面变量的跨层嵌套。另外，朱苏丽等[25]研究

员工与组织时，摒弃了将“员工”“组织”看作相

互独立的利益主体，而是从社会交换理论对中国企

业员工与组织关系的亲情交换关系进行研究，对分

析单元给出了相对明确的界定。

第三，确定合理的样本量并且阐述其依据。大

部分文献都直接指明了样本数量，但在阐述样本量

的合理性及依据有失偏颇，说服力不足，特别是缺

乏样本量相对总体的量的充分阐述及在特殊情况下

样本量的合适性，以及样本量与回复率之间的关系

的解释。如姜翰和金占明[26]主要以运动用品（鞋

服）制造业为样本研究企业间关系 ，经过两个步

骤，前期确立业内97家重点企业为对象获取相关数

据，后期对142家其他企业进行问卷调查，文章只

指出最终得到151个企业关系的有效数据，但没有

清晰指明样本量设置的合理性。又如陈卫旗[27]在正

式抽样时对全国18家企业的人力资源部各自抽取

20名员工作为组织样本，同样没有准确阐明其依

据，这就暗含着样本量是随机的。

第四，对于取样过程进行充分描述。早期的文

献普遍存在缺乏取样过程的详细描述的情况，例如

部分文献未清晰呈现调查对象与测量单位之间关

系，其中一个例子是卫武等[28]在研究企业对利益相

关者压力反应情况时，选取500家企业的主管进行

 

 
图 2   2007~2016年6月《管理世界》采用问卷法的论文

发文趋势

 

 
图 3   2007~2016年《管理世界》采用问卷法的论文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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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填写，但是未对调研对象及测量单位的关系进

一步准确描述。当然也有部分学者在这方面做的比

较妥当，如庄贵军等[29]问卷发放的对象是熟悉关系

营销的销售人员，从而保证了调查对象与测量单位

（关系型渠道治理、关系营销导向、跨组织人际关

系）之间的关系；另外，部分学者未对地理位置、

所属行业、预测试的技术细节进行准确披露，阐述

取样过程都存在一定的缺失和不足，导致难以对样

本代表总体特征的有效性进行评估，无法确定取样

偏差可能对获得样本的本质造成的影响，同时也很

难让其他研究者在可比较的条件下复制该研究。当

然，也有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做得相对较好，如姜翰

等[30]研究创业企业机会主义行为时，样本空间选定

为运动用品（鞋服）制造企业集群，明确界定抽样

时间及创业企业范围，分两个阶段进行抽样，阶段

一收集402家集群企业，阶段二排除了不符合既定

创业企业标准及36个信度明显不高或数据缺失严重

的样本后得到366家企业作为样本。又如姚晶晶

等[21]对数据搜集分层抽样的技术细节、仔细披露在

调查前中后采取的多种手段的过程和细节来保证调

查可靠性。

第五，对于回收率和无回复率的情况描述。大

部分文献都清晰阐明了问卷的回收率，这是值得肯

定的部分。如胡望斌等[31]明确指出在对590家企业

进行问卷调研时，回收问卷150份，有效问卷回收

率为25.42%。无回复问卷会导致外部效度下降，那

么这就对基于样本得出的结论的解释性产生质疑，

然而鲜有文献对无回复情况做出的补救措施。

第六，根据所采用的抽样策略清晰阐述合理的

估计和数据分析过程。早期有社会调查性研究，主

要用于政策制定，这类文章普遍缺乏进行样本估计

偏差评估。当然，不乏一些学者开始采取了手段对

样本估计偏差进行评估，比如张杰等[32]考虑到样本

可能存在非随机性或异常值对回归产生影响，去掉

5%比例企业规模最高和最低的样本进行稳健性检

验，并且对苏南、苏中、苏北三个地区样本各自进

行回归，得出与总体样本变量稳健一致的结果，这

样可以有效避免了样本估计偏差。钱丽萍等[33]进行

多次无差异性检验，确定寄回问卷和无回复问卷的

企业在规模、处理与零售商关系中使用的影响战略

等问题没有显著差异，保证了样本的代表性。又如

赵可汗等[34]，由于样本企业来自不同地区（4个），

不同行业（6个），建立三层次模型以考察团队信

息深度加工在团队、企业、产业和地区各层次的方

差，得出在产业、地区层次方差解释比例不显著的

结果，由此选择仅在企业层次进行聚类回归分析。

但是，忽视样本估计、无回复偏差评估的学者仍占

很大比例，不利于帮助判断样本的总体代表性，值

得学者提高警惕。

（二）测量合适性的评估

第一，对信度的评估。早期研究特别是07、
08年间忽视信度评估，极少文献采取信度检验，后

来信度检验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但是也有

部分学者忽视这一问题。即便部分学者采取了一定

的信度检验，但是存在普遍仅仅关注内部一致性

（折半信度为主），而忽视其他信度的评估的情

况，例如复本信度、重测信度的评估。如杨玉龙等[35]

则对问卷涉及的9个变量进行了内部一致性测试，

为获得最高的Cronbach’s α值，从整套量表删除了

一些项目以保证较高信度，但也有可能威胁量表的

效度。

第二，对效度的评估。效度评估在近年来越来

越受到重视，学者们普遍关注结构效度，缺乏内容

效度的评估，做的比较好的有贾建锋[36]通过借鉴成

熟量表设计、反复推敲每个问题、采用严格的探索

性因子和验证性因子这3个环节保证了内容效度，

此外通过对3个变量（战略导向、企业绩效、高管

胜任特征）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的各项拟合指标，通

过NFI值基本接近经验值得出聚合效度良好的结

论，此外作者采用AVE值的平方根与维度之间的相

关系数的大小关系判别区分效度，保证了效度评估

的全面性。

第三，对共同方法偏差的评估。纵观《管理世

界》137篇采取问卷法的文献中，进行共同方法偏

差评估的文章只有较少一部分，需要更多的学者对

其重要性予以关注。当然，陆续有学者开始考虑到

问卷都由同一个被试者填写可能会引起共同方法变

异的问题，而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回收数

据进行检验是常用手段。例如焦豪等[37]在研究创业

导向与企业动态能力关系时，贾建锋等[36]在分析高

管胜任特征与战略导向的匹配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时，均采用该方法排除了共同方法变异的问题。但

是，仍有大量学者忽视对问卷数据进行同源偏差

检验。

三、取样与测量合适性常见问题总结与

建议

通过上文的简要评估，本文接下来将简要总结

中国管理研究中问卷调查法研究在取样与测量合适

性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以发表在顶级期刊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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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实践来提出解决这些问题对应的建议。

问题一：普遍缺乏对抽样总体的明确界定。

缺乏对抽样总体的明确界定导致读者无法清楚

识别样本的对象、范围及特征，同样无法合理评估

样本是否可以代表目标总体，无论抽样的其他环节

表现得多好，最终也会影响研究的效度[4]。在创业

研究领域，总体难以识别导致抽样成为难题[8]。例

如，Zhang和Li[38]在研究新创企业与服务中介（如

会计和金融服务企业、技术服务企业、法律服务和

人才搜索企业）之间的连带与该企业产品创新之间

的关系时，明确界定以广东省一个高新技术产业集

群中随机抽取的500个新创企业为抽样总体，并且

清晰阐述所抽取样本必须满足的三个标准，提高抽

样总体对目标总体的解释合理性。

问题二：普遍未能对抽样过程进行详细描述。

如何提供获取样本的充足信息导致在评估总体

特征时难以判断样本的有效性，无法评估抽样偏差

可能对获得样本的性质产生的影响。另外好的研究

能够被精准设计并开展，缺乏抽样流程的详细阐述

不利于推广该研究[4]。例如Li等详细描述了反向翻

译、前测、1000个企业的抽样总体、抽样过程、采

访过程等[39]；Zhang和Li也详细描述了从开始对抽

样总体、标准的界定，现场调查各企业邀请两位响

应者的安排，确保受访者的提供准确数据等技术细

节及流程；详细的描述可以确保抽样过程可复现

性，帮助读者掌握抽样的细节，对其结论作出评

判[38]。

问题三：普遍缺乏对样本估计偏差评估、无回

复偏差的评估。

样本估计偏差及无回复偏差是帮助读者判断样

本抽样信度的重要手段，大部分学者都忽视了这一

点。Zhang和Li通过严格筛选、比对受访者在决策

制定的参与程度、工作年限、知识背景、职位等来

确保参与水平无显著差异，通过每家企业的两位受

访者同时回答两个的问题来对响应相关性进行检

测，通过对比响应及无响应新创企业的规模和年龄

方面的特征，均发现并无偏差，由此多层次地保证

了抽样的有效性[38]。Li等则通过相应企业和无响应

企业在企业特征（企业所有权、企业年龄、产业类

型和利润）进行MANOVA分析发现无显著偏差[39]。

Flynn等则通过对最早收回的最晚收回的两批问卷

的企业固定资产、销售额和员工数等基本信息进行

T检验，发现并无显著差异来检验无响应偏差[40]。

问题四：普遍缺乏对被调查对象与测量单元之

间关系的评估。

此不足导致抽样数据的可信度下降，而

Zhang和Li对于因变量（产品创新）、自变量（初

创创业与中介机构的关系、感知产业增长等）单位

与调查对象资质和匹配度有严格把控[38]。比如被调

查对象需要是新创企业的管理主管、CEO、业务或

产品经理，并且在战略决策中参与程度是4（1=完
全不参与，5=非常高参与度），这些方法都确保了

调查对象能够有效提供准确数据。Flynn等汇报了

访谈对象的职位、工作年限[40]，而Li等则通过现场

访谈来确定应答者是否为高管且对访问内容的熟悉

程度[39]。

问题五：重点关注内部一致性，而忽略了其他

提升信度的策略。

除了内部一致性，重测信度、复本信度等都可

以作为提升信度的一些策略。例如Zhang和Li不仅

仅关注内部一致性，用Cronbach’s alpha系数评估构

念的可靠性，还把问卷分为两部分，让两位高管分

别填写一部分，并核实了两位响应者之间在同时回

答的两个问题上的评判一致性[38]。相类似的，除了

Cronbach’s alpha，Li等在问卷收回过程中收集了访

谈对象的名片，并事后随机电话回访了60位对象，

每人重新回答了10个问题，并评判重测信度[39]。

问题六：对内容效度的评估缺乏。

在问卷层面，Zhang和Li[38]，Li等[39]和Flynn等[40]

都选择已经使用过的有效问卷，并将问卷进行反向

翻译避免文化偏差，通过8~30左右高管面对面访谈

进行预测试，识别出有效的测量题项，对有问题的

问题进行修改或者删除，这些技术细节确保测量的

内容有效性。当然，还可以通过专家就某个构念的

测量是否符合她们对此构念的认识进行主观判断，

看看构念内容的测量指标是否遗漏、是否无关或者

比例结构是否偏颇来判断内容效度[17]。

问题七：聚合效度与区分效度的做法存在一定

的问题。

在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进行聚合效度评价是，

需要把涉及到的所有潜变量均放在一个测量模型中

进行分析，区分效度则主要借鉴多特质多方法模式

进行分析。例如，Zhang和Li[38]采用验证性因子分

析评估聚合效度，测量模型的的拟合值优秀，且所

有路径系数均显著，说明聚合效度较好；区分效度

的识别则采用φs在95%的置信度上都不包含值1和
卡方差异性检验来判定。Li等[39]和Flynn等[40]也采用

了相类似的做法。

问题八：普遍缺乏对共同方法偏差的关注。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被大大忽略，Zhang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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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38]按照Podsakoff等[19]的建议，整合了程序方法及

统计技术来评估共同方法偏差。前者主要通过每家

企业设置两名受访者、访前培训等收到，后者除了

采用常用的Harmen’s单因素测试之外，还进行了潜

变量方法对一个未测量潜变量进行控制。此外，交

互效应的成立也提供了一个侧面的证据。Li等[39]主

要采用了不同数据来源来规避同源偏差：企业特征

（企业所有权、绩效年龄、规模和产业类型）和产

业特征（竞争强度和结构不确定性）数据来源于二

手数据，而核心自变量来源于问卷；并用

Harmen’s单因素测试进行检验。Flynn等[40]采用了

Harmen’s单因素检验外，还找到一个方法因素

(Method factor)，并对比了加入这一因素的模型，

尽管模型拟合更优，但路径系数相似。这里需要说

明的是Harman单因素检验的最大优点是简单易

用，但仅仅是一种评估共同方法变异严重程度的诊

断技术，而且是一种不灵敏的检验方法，并没有任

何控制方法效应的作用。除了Harman单因素检

验，还可以通过偏相关分析法，即将方法变异来源

作为统计分析中的一个协变量；或者在结构方程模

型中，将共同方法偏差作为一个潜在变量，在无可

测方法情况下进行方法因素效应的控制等手段[19]。

四、结语

问卷调研法在取样和测量方面的合适性会显著

影响研究的严谨性，本文的意义在于：第一，提醒

管理学者在采用问卷调研法时特别关注取样和测量

的合适性，关注问卷调研过程中的严谨性；第二，

为管理学者采用问卷调研法进行理论检验过程中应

该规避的常见问题提供一个清单和建议。总之，期

待中国的管理学者不论是构建管理的中国理论还是

中国的管理理论的路上，均能为人类管理学知识的

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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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quacy of the Sampling Process and Measurement in Survey
Studies: An Assessment and Suggestion

LIU Yang   XIE Li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0　China)

Abstract    Survey  research  becomes  not  only  the  commonly  used  quantitative  method  in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 areas, but also the most popular data collection method in management research for its high convenience,
strong operability, and low cost. However, the appropriateness of sampling and measurement are hard to guarant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science  of  the  survey  research  in  management  research,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appropriateness of sampling and measurement based on the papers published
in Management World from 2007 to 2016, identifies research problems,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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